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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之间:
苏轼、苏辙制举科目解疑

陈安迪

  摘要:苏轼与苏辙在嘉祐六年制科登第,但他们所应的科目到底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抑或是才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历来未有定论。宋代官修史书记录他们所应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二苏自述也称所应为直言之科,

然而,欧阳修《举苏轼应制科状》以及王安石与沈遘所拟的二苏授官制却称他们所应的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通

过考析宋代制举制度、渊源及习称,大抵可以推知二苏所应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二苏自述所应为直言之科,并
非特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是代指制举本身。他们所坚持的用语习惯,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制举核心价值

的认知,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在制举上所寄寓的政治理想与实际的制举现实间的某种冲突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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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六年(1061),苏轼与苏辙经欧阳修与杨畋的举荐,参加了当年的制举考试,各以第三等与第四等次入选。
制举在宋代有“大科”之称,入选者的待遇比照进士高科。制举的成功,不管是对二苏的声名还是仕途,都产生了

颇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这次重要的考试,官修史书与笔记文集都有明确的记载,但在二苏所应科目问题上却留下了一个不解之

疑。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帝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著作佐郎王介、河
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苏辙。”①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乙亥,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谏者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②乌台诗案后,苏轼曾提及自己应制举的经历,
谓:“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 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
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③苏辙在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谈及欧阳修举荐苏轼应制举

云:“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④苏辙在提及自己的应举经历时也称:“在仁祖时,始以直言见收下第;在神考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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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5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乙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

2版,第4710页。
《苏轼文集校注》卷49《答李端叔书》,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4-5345页。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陈宏天、高秀芳校点,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8页。按:《苏辙集》此处断为“文忠以直

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或误,当断为“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盖于秘阁试六论为宋代制举固有程序,
所谓“阁试六论”者。



以封事获对清光。”①如此看来,苏轼与苏辙制举所应之科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当可确信无疑。
然而,欧阳修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却称:“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

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②《宋史·苏轼传》亦载:“欧阳修以

才识兼茂,荐之秘阁。”③此外,王安石所拟苏轼入等后的授官制,亦题作《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

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④;沈遘所拟的苏辙授官制,同样题作《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新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苏辙

可试秘校充商州军事推官》⑤。那么,苏轼与苏辙所应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似乎也无可怀疑。
这一矛盾记载,在南宋时已无可解。郎晔在光宗时表进其所选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以苏轼自述为据,

认为:“二苏所应,乃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今诸本皆云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者误也。”⑥后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各有

所见。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针对《宋史·苏轼传》所载“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特为之辨证,曰:“宋制

科之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为一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为一科。二苏当日同举直言极谏科,颍滨志其兄墓,亦云

‘文忠以直言荐之’,《传》云才识兼茂者,误也。”⑦清人沈钦韩在注王安石之文时,选择将这一问题模糊化处理,他
根据宋代制举异科同题之制认为,不管是贤良方正,抑或才识兼茂,“通谓之贤良可也”⑧。今人在编纂二苏年谱

时,或取一偏,或避而不论,或以二科实为一科⑨。
凡迁延不决的历史疑题,往往在客观上有其无法辨明之处。二苏制举科目难以定论的症结在于,结论相异的

两方都非孤证,且都是可信度较高的史料。如持贤良方正科观点的官修会要,所据为《时政记》等当期记录;而
持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观点的制词题名,显然也非无据而成。虽然如此,通过综合考察制举制度本身的特点与

宋人的用语习惯,仍可争取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并增进人们对二苏本身以及宋代制举的了解。
一 宋代制举的科目

所谓制举,为天子自诏之举。《新唐书·选举志》谓:“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唐代制举

繁荣,科目多达五六十种。但是,宋代则有所不同。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成熟,宋代最重要的入仕之途为进士

科。《宋史·选举志》云:“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

者少。”相比唐代,宋代制举不止科目极少,且在实践过程中科目之间区分亦不大。
宋初,制举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但国初百废待兴之时,制

举未有定法,很快停罢。景德二年(1005),真宗有感于“将帅之任,尤难得人”,决定振兴制举,以求“非常之才”,于
是“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所选科目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

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因为真宗有着求将帅的目的,所以所立科目半数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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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集·栾城集》卷48《谢除中书舍人表二首》,第834页。
《欧阳修全集》卷112《举苏轼应制科状》,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06页。
脱脱等《宋史》卷338《苏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02页。按:此处点校本亦断为“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

……”,当如前注所言,断为“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
《王安石文集》卷51,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878页。
沈遘《西溪文集》卷5,《沈氏三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三编·集部》,上海书店1986年重印版。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20《御试制科策一道》,郎晔选注,庞石帚校订,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第307页。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8《苏轼传》,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5页。
沈钦韩注《王荆公诗文沈氏注·王荆公文集注》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8页。
孔凡礼《苏轼年谱》以为“二者乃一科”,他在更早的《三苏年谱》中却未言科目;曾枣庄《苏辙年谱》引《苏颖滨年表》以苏辙所应为才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卷4,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1页;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2页;曾
枣庄《苏辙年谱》,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23页。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4页;王云海《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增刊,第13-
34页。
据欧阳修《内制集序》云:“予既罢职,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余篇,因不忍弃。”(参见:《欧阳修全集》卷41,第598页。)故翰林学士与

知制诰等代王言之官可以系统地获得在职时所拟制词。制词题名的来源虽未有定论,但就其时常包含制词正文所不具有的信息来看,显然

也是有所依据。关于制词如何收入文集,参见:杨芹《宋人文集收入制诰之举论析》,《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第40-47页;杨芹《宋代制

诰文书研究》第3章第4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160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
张希清等主编、金滢坤著《中国科举制度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页。
脱脱等《宋史》卷156《选举二》,第3645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景德二年七月甲子,第1350页。



帅边寄之名。但在真宗朝的制举实践中,真正有取人之实的唯贤良方正一科。虽有人试图应洞明韬略运筹决胜

科,但因“日试三千字”不能成而作罢①。
真宗朝的制举,最后因“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②而停罢。直到天圣七年(1029),仁宗再兴制举,设贤

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

任边寄六科,以待内外京朝官之被举及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置高蹈邱园、沉沦草泽、茂
材异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③。此次设科之广,为宋代之最,但科目虽多,而有取人之实的科目却依然

寡少。时唐询议制科称:“自陛下即位,增修六科,以来多士。……后又只用贤良、茂才二科,随进士科设之。”④司

马光《涑水记闻》记载:“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
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⑤可知天圣设科虽多,但较为重要的只是

贤良方正与茂才异等两科,对应着有官人与无官人。
虽然宋人并不重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但这一有官人所应的科目在仁宗时期也确有取人之实。如依《宋会

要辑稿》所载,大理寺丞吴育在景祐元年(1034)应此科入等,另有殿中丞钱明逸在庆历二年、明州观察推官夏噩于

嘉祐二年与陈舜俞于嘉祐四年应此科入等⑥。天圣八年登进士第的蔡襄,言及当时“国家设科以博取天下士,其
敢言直节者,曰贤良方正;学广智明者,曰才识兼茂;特杰出伦类者,曰茂才异等”⑦,显然是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

科视为与贤良方正科不同的单独科目。可见,从仁宗朝的制举设科与实践情况来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与才识

兼茂明于体用并非同一科,未可一概而论。
然而,宋代制举科目虽然存在着名称上的不同,但在考试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却无本质的区别。天圣八年的制

举御试,有对应贤良方正与茂才异等的两份策题,但景祐五年(1038)详定科场条贯却规定:“贤良方正、博达坟典、
才识兼茂、茂才异等四科,今后亲试,同出策目,须援引古义,以质今宜。其详明吏理,或涉于武经之举者,并别出

策题。”⑧这意味着有取人之实的科目在景祐五年之后已实现了异科同题。可以说,不管苏轼兄弟所应为贤良方

正科,抑或才识兼茂科,其考试程序与内容都是一致的,只从制度规定的角度无法判断二人所应为何科。然而,若
因此就如沈钦韩所言,以为“通谓之贤良”并无不可,则既未能回答二苏所应科目到底是哪科,也回避了探求记载

出现差异的原因。
二 制举的习称与二苏的用语习惯

虽然贤良方正与才识兼茂并非同科,但需要注意的是贤良方正科在制举科目中的特殊地位。制举制度,渊源

自汉代的举贤良对策。所以,以举贤良或贤良方正代指制举,在宋代是颇为常见的表达。
富弼,作为无官人,只能应茂才异等科,但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却称其以“贤良方正”登第⑨。陈舜俞,应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而自述乃谓“先皇尝以贤良方正科擢臣为第一”。吴育,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而《宋
史》称其“举贤良方正”。南宋人对贤良方正的科名有如下一段论述:

臣尝历考自古取士,惟贤良方正一科,世俗之所歆艳,而士心之所深重。盖非德义醇粹,操行无玷,
不足以当贤良之名;非刚毅不挠,直大无私,不足以当方正之名。由汉以来,凡应是科,鲜不为汗青所讥

者。以本朝苏文忠公兄弟,文章标准一世,议论横放四海,终其身无一瑕可指。其初犹曰应材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初不敢以贤良方正自居。

这段论述认为,贤良方正较其他科目声名更重。那么,应其他科目也称应贤良方正,在并不有悖表达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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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第5461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选举考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1页。
《宋会要辑稿》,第5462页。
《宋会要辑稿》,第5467页。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3,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按:依《宋会要辑稿》,“天圣六年”当为“天圣七年”。
《宋会要辑稿》,第5465、5466、5473、5474页。
《蔡襄集》卷29《送丘贤良序》,徐 等编,吴以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517页。
《宋会要辑稿》,第5465页。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9,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
陈舜俞《都官集》卷4《上英宗皇帝书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版,第86页。
脱脱等《宋史》卷291《吴育传》,第9728页。
《宋会要辑稿》,第5492页。



同时,也可谓事出有因。但是,如果认为因为贤良方正科声名更重,所以二苏初不敢如此自称,导致了科名的混

淆,则未免不合事实。
因为二苏提及自己所应制举科目,多数时候都并未采用贤良方正的表述,而是在强调直言极谏。汉举贤良之

时,贤良方正已与直言极谏并称。从科目的沿革来说,以直言极谏称制举,远较贤良方正为少,但也并无不可。因

为在不少人看来,制举的价值,正在于直言极谏。如叶绍翁引李焘《制科题目序》曰:“古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

极谏而已。”①陈亮议制科亦言,“则古之贤君为是设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谓切矣”②。苏轼兄弟无疑

是这一观点的认同者,以直言指代制举,正是他们特别的表达习惯。
北宋钱氏家族的钱易、钱明逸、钱彦远皆制科登第,是号称“一门之美,前世未有”③的盛事。其中,钱明逸所

应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宋人诗句称“贤良方正举,父子弟兄同”④,但苏辙则谓“父子兄弟,进以直言”⑤,显然是

以直言代称制举。范百禄治平元年(1064)举制策,与其有亲缘关系的范祖禹在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称范百禄“举才

识兼茂明于体用科”⑥,而苏辙称范百禄“蚤以直言,预英祖之选”⑦。“举直言”在苏辙的表述习惯中并不一定指向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往往是制举的代称。苏轼在谈及苏辙的制举时,所用表述同样为“举直言策”⑧。
要之,二苏以直言极谏称自己所应科目,并不是指自己所应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是在指代制举本身。

这种不同于时人的表达习惯,凸显的是他们对于制举求言这一核心价值的认同。
三 制举科目的发展趋势

即使二苏的表达并不意味着所应乃贤良方正科,但《宋会要》等官修史书的记载又该如何理解呢?
需要注意的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应举者所应科名与其他史源相异,这一情况实际上颇为普遍,并非只发生

在二苏身上。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嘉祐四年八月,汪辅之所应乃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⑨,但郑獬《荐汪辅之状》
称他“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前引范百禄“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而在《宋会要辑稿》中,他同样被认为所

应的乃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与范百禄同科赴试的李清臣,在其行状中所记亦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而《宋会要辑稿》所载的则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虑到贤良方正相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更是美称,如果范

百禄等人所应实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作墓志与行状者没有任何理由不取此科名而取另一科名。
实际上,自嘉祐六年(1061)开始,《宋会要辑稿》中就已经不再有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记载,但在其他史

料中则仍存应该科的记录。除了治平元年(1064)范百禄、李清臣外,熙宁三年(1070)应科者有吕陶、钱勰、孔文

仲、张绘共四人,《宋会要辑稿》将他们统统记录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叶绍翁称张绘所应乃才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
虽然无法证实《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有误,但将科目统归于贤良方正科,实际上符合宋代制举的发展趋势。宋

代制举名义上有多种科目,但用以取人的不过三科,且并无本质区别。而贤良方正科不管是科名之重,还是应举

人数,都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熙宁罢制举,元祐二年(1087)复置时,朝廷不再区分科目,只以贤良方正

一科取士,终两宋之世未改,这实际上是对既有事实的承认。由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巨大影响力,官修

史书将应其他科者误归为此科,有着相应的制度背景,也是制举科目渐成一科的发展趋势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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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苏所应为贤良方正科的记载,其中二苏兄弟的自述所指为制举本身,而非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
官修史书则有着常将他科归为贤良科的例子,故而也不可作为确证。苏轼在给吕公著的谢启中回顾自己的应举

经历时,有“两登进士举,一中茂才科”之言①。而苏轼应制举时为有官人,不可能应茂才异等科,所谓茂才科者,
只能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所以,二苏所应制举科目,当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而非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四 二苏的制举经历及其影响

用语习惯往往反映着人对事物的认知。以贤良方正指代制举颇为常见,然而二苏却多以直言指代制举,其中

体现的是他们对制举核心价值的强调。制举由天子自诏,应举者或许以布衣之身,直面君主之问,最终以言得官,
有着强烈的下情上达以及直言得用的意义在其中。在不少人看来,直言极谏,广开言路,正是制举最核心的价值。

但是,宋代制举制度并未很好地体现这一点。相较前代制举,应举者直接赴御试回答天子之问,宋代的应举

者要先缴进词业,然后还要阁试六论,最后才能赴御试策问,其中尤以阁试六论为难②。所谓六论,为从九经、十
七史、七书等书正文以及注疏内出题,要求试者述其出处而后作论,每篇限500字以上③。答题的要点在于知晓题

目出处。马端临总结其评测标准为“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④,制举在宋代也由此被称为

“记诵名数”⑤之学。
这种为“直言”设下重重障碍的做法,既为当今学者所批判⑥,宋人本身亦多有批驳。如司马光言:“臣窃以国

家本置六科,盖欲以上观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为士人设此以为进取之阶也。”⑦李焘亦称:“古所谓贤

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已。今则为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殆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

此甚乎?”⑧二苏兄弟显然也认为制举的意义在于广求直言,而他们应制举的经历亦清晰地反映了求言的制举理

想在现实层面的冲突与调和。
二苏将制举视为直言之科,在制举上寄寓了直言得用的政治理想。最终,苏轼制举入第三等,也是事实上的

最高等,在两宋历史上只有区区数人得此殊荣。他所获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与嘉祐四年进士科第一

人授官等级一致。在苏轼任职期间,府吏皆呼之为“苏贤良”,任满回京,立即获得试馆职的机会,直接踏上了“骤
显”之途。他在乌台诗案后,关于自己因为所应科目号为“直言极谏”,所以喜欢“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

名耳”的言论,当从这一角度理解。从他的经历而言,宋代制举尽管实质上未必真的有利于求言,但它所象征的广

求直言的政治理想,仍然可以影响一时士气。
在苏辙身上,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在御试时“因所问极言得失”,其中最“切直”的内容,当属根据“闻之道路”

的讯息批判仁宗沉溺贵姬歌舞,欢乐失节。答策上后,苏辙自述曰: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

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

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⑨

这一事件背后的博弈,较苏辙的叙述更为复杂。司马光与范镇为此次制举的复考官,苏辙之策本为初考官所

黜,而司马光与范镇同议,以之为第四等。若苏辙之言非虚,则司马光本欲以苏辙为第三等,但同为复考官的范镇

不同意,故退而求其次,以苏辙为第四等。司马光在论奏此事时,盛赞了苏辙的“切直”,而以之为第四等的原因,
他称是因苏辙“所对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等一两事,与所出差舛”。

实际上,宋代制举不止是六论,即使是最后的御试策问,也多有考查应举者记忆力的经史名数之问,虽然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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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但最终朝廷只是诏“先问治乱安危大体,其余所问经史名数自依旧制”①。在嘉祐六年的策问中,有“钱货之

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句,需应试者释之,而苏辙答策云“命秩之实,始于魏武帝,而后有六等之

号”②,实际上并未解出此句含义。此句或出于唐代陆贽《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其意盖指命官授爵,当虚名实利

相济。要准确地回答这类问题,不需要什么深邃的思考或见识,只要记得出处即可。
朝廷再次派人重考,结果还是决定罢黜苏辙。司马光随后上奏,极力维护制举的求言价值,认为苏辙是此次

制举考试中所言最为切直者,如果黜落他,天下人会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从此四方“以言为讳”;正因为

苏辙所对事目“有漏落”,朝廷以其“切直收之”,才更是美事③。最终,仁宗“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④

云云,以苏辙为第四等次,授官商州军事推官。仁宗虽看似认同了制举求言的价值,但第四等次实为降一等收之,
这是一个相当折中的处置。但相比熙宁初年,宋神宗不顾臣僚反对,一意罢黜在制举中对变法有所非议的孔文

仲⑤,此时的政治风气亦可称宽和。
苏辙的制举经历,既体现了宋代制举的制度设计与求言目标间的冲突,或许也体现了广开言路的理想在帝制

时期的固有困境。苏辙其实也并未准确回答出命秩这一事目的正确答案,而仍然取得了第三等次的好成绩,很难

说苏辙的罢黜之危单纯是因为答策漏落过多,而与其过于直言极谏毫无关系。苏辙最终未赴商州军事推官任,显
然是对制举结果颇为不满。苏轼在得知苏辙不赴任后,撰写有“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辞官不出意

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⑥等诗句,暗示了其弟心中的不平。在某种意义

上,苏辙一以贯之地以直言指代制举,很大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自身的制举经历深怀不平———制举本是求直言的科

目,而自己却因直言不讳而险被黜落。但苏辙最终位至副相,相较其兄仕途更为显达,或许也是从中吸取了某些

教训。
对于同样将制举视为求言之科的苏轼来说,制举的成功,既给了他极高的仕途起点,也带给了他切实的政治

自信,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此后的作为。据说,他曾对晁端彦解释自己的“不忍事”,曰:“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
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⑦制举的成功,长久地鼓舞了苏轼,哪怕随着北宋变法

运动的开展,政治氛围已然变迁,苏轼直言不讳的政治态度也未曾改变。
五 结论

二苏制举所应科目,虽史料记载有互相抵牾之处,但通过考察宋代制举制度、二苏对制举的习称等问题后,大
抵可以确定二苏所应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而非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二苏自述的直言之科,往往指代的是

制举本身,而非指代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又由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宋代制举科目中的统治地位与代

表性,宋代官修史书对于应举者所应科目的记载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多有将应其他科者归为贤良方正科的情况。
关于二苏所应制举科目,应以欧阳修的荐状、王安石与沈遘所拟的制词题名以及苏轼“中茂才科”的自述为准,即
所应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贤良方正与才识兼茂两科虽无本质的差别,但从相关问题的产生与考察中,可以窥见北宋制举制度的发展特

点、仁宗时期的政治氛围以及二苏本人的政治态度与观念。北宋制举虽是直言的象征,但实际上并无制度保障,
而高度依赖于一时的政治氛围。二苏的制举经历,既是制举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与张力的具现,也为他们此后各

自的政治际遇埋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凌兴珍]

181

陈安迪 理想与现实之间:苏轼、苏辙制举科目解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会要辑稿》,第5471页。
《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12,第1358页。
《司马光集》卷20《论制策等第状》,第558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乙亥,第4711页。
《宋会要辑稿》,第5478页。
《苏轼诗集校注》卷3《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苏轼全集校注》,第253、255页。
朱弁《曲洧旧闻》卷5《东坡与晁美叔言性不忍事》,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页。




